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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６ 年以来伴随科技创新政策的密集推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但目

前尚缺乏全面完整地针对 ２００６ 年来科技创新政策的协同演变及其效果的定量研究。 本文在借鉴前人政策

测量方法的基础上，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为对象，对筛选出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探
索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协同演变特征，并应用岭回归分析研究科技创新政策力度、协同度和可执行度与创新绩

效的关系。 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度自 ２００６ 年始呈上升之势，总效力显著增强。 科技创新政策对科技

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政策特征对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越明确的政策方向指引越能促

进应用型重大成果的产生，提高创新政策的协同有助于促进中国专利授权量的增长，而促进企业新产品销售

收入增长则需相关创新政策在力度、协同度和可执行度三方面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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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顶层设计发生了一系

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变化，《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相继

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创新创业

等战略不断深化，与创新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实施细

则、规定等密集出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供给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 当前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整体状况较以往已发

生重大变化，因此有必要对 ２００６ 年至今中国科技创新政

策的整体特征、协同、效力及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加以深

入考察和分析。 这一研究对于把握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

现状与特征，促进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完善中国科技创

新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科技创新政策经历了从注重解决市场失灵、创新系统

失灵发展到注重转型与变革的结合以及前瞻性和协同性

的结合的转变［１］ ，与国际科技创新政策潮流相一致，中国

科技创新政策也经历了深刻变革。 薛澜［２］ 回顾提出，改

革开放后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经历了拨乱和酝酿改革

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５）、科技创新体制重大改革阶段（１９８５—
１９９８）、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布局建设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和系统运行与提高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３）以及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阶段（２０１３—）。 改革开放前期政策注重把科技

创新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中期促进国家创新体

系建设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２００６ 年来科技创新政策着

力点在转移，政策协调在增进，政策工具更趋多元化［３］ ，
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和效率提升、市场机制和举国体制的

协调、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等影响科技创新深层次

问题受到关注，当前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出现深化转型

态势。
科技创新政策及其效果一直是政策研究热点领域之

一，该领域研究难点在于政策测量。 ２００８ 年前科技创新

政策测量通常以间接测量为主，例如陈向东和胡萍［４］ 以

政策数目衡量政策强度；李伟铭等［５］ 通过李克特量表从

政策支持力度、重视程度和落实程度来对技术创新政策进

行测量； 彭富国［６］则从经济发展、科技产出和科技投入等

三角度选择 １６ 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来评价科技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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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彭纪生等［７ － ８］开创性地提出创新政策测量方法

并对 １９７８—２００６ 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绩效的关系进行

了实证研究，这种对政策逐条量化的分析方法能打开政策

黑箱，基于不同维度对政策进行更为细化的分析，因而在

后来许多政策研究中被借鉴应用，如李凡等［９］ 、吕燕［１０］

等等。
政策协同是将政策工具组合并通过政策间相互配合

实现更好的政策效果。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等［１１］ 提出政策工具组合

的五种形式，如增加政策干预强度、整合多种政策工具、不
同层级部门配合等等。 彭纪生等［７ － ８］ 探讨了政策在不同

层级、不同领域间的协同并检验了政策协同与绩效的关

系。 王洛忠和张艺君［１２］ 则从目标、工具和过程分析了新

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协同。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政策协同

通常可基于政策文本或通过政府财政收支以及对创新政

策主体行为进行直接测量［１３］ ，从工具配合、目标一致或层

级加强等角度以专家评价方式测量［７ － ８，１４ － １５］ 是创新政策

协同研究中较为多见的方式。
正如薛澜［２］和梁正［３］ 所指出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范式变化。 但文献回顾发

现，目前尚缺乏全面完整地针对当前创新政策特征及其与

绩效关系的定量研究。 本文将在借鉴前人政策测量方法

的基础上，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为对象，对
筛选出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探索中国科技创新

政策协同演变特征，应用岭回归分析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特

征与绩效的关系，以深刻把握当前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演变

态势，揭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效果，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的改进和完善提供参考。

１　 研究设计

１. １　 政策量化分析

创新政策的量化分析主要侧重于政策的力度、执行度

和协同度。 一般认为政策的颁布主体行政权力越高、政策

类型越高，则政策力度越强［７ － ８］ ，因此可通过政策的颁布

主体权力层级和政策类型来评价政策力度。 在中国，颁布

主体的权力层级自上而下依次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

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政府部门。 政策类型的力度层

级可自上而下排序为法律法规、规定、条例、意见、通知、办
法、细则。 综合考虑政策来源和类型可确定政策力度。

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７，１４］ ，咨询 ５ 位科技创新领

域的学者专家形成赋值标准（见表 １）。 多部门联合颁布

的政策取发文部门和类型匹配度的最高值。 每年度政策

力度的得分以所研究政策的力度的年度数值总和来反映。
政策的可执行度为政策措施可执行状况的描述。 一

项政策措施越具体、详细、全面和完整，则该政策措施越明

确，政策可执行程度越高。 在借鉴前人研究［７，１４］ 的基础

上，创新政策可执行度由上述专家按如下方式进行评价：
若政策措施中提出全面完整的计划或方案和具体明确和

详细的措施，则政策的可执行度赋值为 ５ 分；若政策仅提

出理念但未涉及具体明确的规定、措施时，则政策的可执

行度赋值为 １ 分。 若政策中的规定、措施比较具体明确

时，则政策的执行度值为 ３ 分。

表 １　 政策力度赋值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颁布主体　 　 赋值

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法律和法规 ５
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规划、战略、条例、规定和部令 ４

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暂行条例、暂行规定、办法、意
见和方案

３

各部委颁布的通知、决定和批复、地方政府部门颁布

的条例和规定
２

各种协会、学会颁布的通知、意见和办法 １

政策的协同度存在许多分析视角，如政策目标协同

度、政策措施协同度［７ － ８，１４ － １５］ 。 本研究中政策协同度指政

策的部门协同度，即不同部门之间针对政策及其配套措施

的相互支持协调程度。 一般而言，多部门联合颁布的政策

建立在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基础上，政策的部门协同程度更

高，更可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多部门支持而实现政策效

果。 故本研究中政策协同度赋值主要依据为政策的发布

部门数量。
上述分析基础上进一步评价政策总效力。 如果一项

政策力度大、政策措施明确具体，且多部门协同推动政策

实施，则该项政策的总效力就较大。 因此得到以下公式：

ＴＰＥｉ ＝ ∑
ｎ

ｉ ＝ １
ＰＥｉｊＰＣｉｊＰＡｉｊ

其中，ＴＰＥ ｉ表示第 ｉ 年政策总效力，ｉ 取值为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 年。 ＰＥｉｊ表示第 ｉ 年第 ｊ 项政策的政策力度，ＰＡｉｊ表示

第 ｉ 年第 ｊ 项政策可执行度，ＰＣｉｊ表示第 ｉ 年第 ｊ 项政策的

协同度。 应用上述方法可得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科技创

新政策总效力。
１. ２　 政策效果的计量模型

借鉴前人研究，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纳入政

策变量构建计量模型，探究科技创新政策对中国科技创新

绩效的影响。 考虑到政策发挥作用存在滞后性，因此构建

以下生产函数模型：
ＬｎＹｉ ＝ α ＋ β１ ｌｎＫｉ ＋ β２ ｌｎＬｉ ＋ β３ ｌｎＰＥｉ － １ ＋ β４ ｌｎＰＣｉ － １

＋ β５ ｌｎＰＡｉ － １

模型中 Ｋ，Ｌ 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以全国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反映科技资本投入，以全国科技活动

人员数反映中国科技创新的劳动力投入。 ＰＥ、ＰＣ 和 ＰＡ
分别表示政策的力度、协同度和可执行度。 Ｙ 为科技创新

绩效，从重大标志性产出、市场表现和知识产出角度分别

选择重大科技成果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和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数三指标来反映科技创新绩效。
１. ３　 政策选择与数据

政策选择需考虑政策研究的时间范围、来源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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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科技创新政策时间范围限定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间

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当前有效的科技创新政策，地方政

策及已暂停或废止的政策不纳入。
在国务院及各部委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词搜索，整理

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科技创新政策作为研究对象。 考虑政策

文本的全面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等要求，将北大法宝作为

另一数据来源进行检索。 共检索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国家层面

政策文本 ２７ ５３２ 项，剔除相关度不高的政策，并将筛选出

的政策文本与官方网站上的文本进行核对，最终筛选出相

关度较高的现行有效的政策共 ４７０ 项。 深入研读筛选出

的政策，从发布时间、发布部门、机构属性、效力级别、法规

类别、法规特征、关键内容等对每一政策进行全面整理和

分析，采取上述量化方式结合专家意见对政策进行量化处

理。 模型中科技资本投入、科技人员投入、科技创新绩效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２　 研究结果分析

２. １　 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度与总效力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协同主要体现在不同部门的政策

协作上。 如表 ２ 所示，近年来多部门联合制定颁布的科技

创新政策不断增多。 科技部是中国独立制定和颁布政策

的核心部门，也是与其他部门协同发布政策最多的部门。
科技创新政策协同主要出现在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和

教育部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之间。
进一步对中国多部门联合颁布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

第一与第二颁布部门的交叉分析，结果见表 ３（仅保留前

１０ 个部门）。 表 ３ 中对角线数字为研究期内该部门单独

发布科技创新政策的数量，其余数字则为两个或两个以上

部门联合颁布政策的统计。 每个部门后括号中数字分别

是部门单独颁布政策总数和协同颁布政策总数。 可以发

现，研究期内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和教育部是协同颁布政策较多的部门，其中以科技部

（１１６ ／ ５９）协同其他部门颁布政策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工

业和信息化部（２１ ／ ２０）。 财政部（２ ／ １１）、发改委（４ ／ ６）和
教育部（８ ／ ５）也是协同发布政策较多的部门。

表 ２　 第一至第三发布部门前 ５ 位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５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第一发布部门 频数 第二发布部门 频数 第三发布部门 频数

科学技术部 １７５ 科学技术部 ２５ 科学技术部 １０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４１ 财政部 ３１ 教育部 ８

国务院 ２８ 发改委 ２１ 财政部 ８
农业农村部 １６ 国资委 １２ 发改委 ５
交通运输部 １６ 教育部 ５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５

结合表 ３ 和政策内容分析可发现，科技部是中国推动

和激励科技创新的主要部门，在主导制定并参与政策协同

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６ 年以来在科技

创新政策协同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工信部与发改委、财
政部以及科技部等的创新政策协同主要体现在联合推动

企业技术创新上，包括推动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小微

企业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创新发展规划等方面，这体现了中

国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不断重视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企业

提质增效、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的政策倾向。 当前许多创新

政策要求高校参与推动知识创造，因此教育部在协调高校

参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和产业政

策制定方面，发改委和财政部发挥主导作用，许多与产业

发展相关的科技创新政策都由发改委和财政部（产业政

策司）协同颁布。

表 ３　 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分析（保留前 １０ 部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ｔｏｐ １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部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 科学技术部（１１６ ／ ５９） １１６ ２ ２ １２ １２ １ １１
２. 国务院（２８ ／ ０） ２８
３. 工业和信息化部（２１ ／ ２０） １ ２１ ３ １６
４. 教育部（８ ／ ５） ２ ８ ３
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１ ／ １） １ １
６. 农业农村部（１６ ／ ０） １６
７.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４ ／ １） １ ４
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４ ／ ６） ４ １ ４
９. 交通运输部（１６ ／ ０） １６
１０. 财政部（２ ／ １１） １ ２ １ ２

　 　 图 １ 和表 ４ 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间不同阶段的协同度分

析。 表 ４ 显示部门协同颁布政策量呈现快速增长，政策协

同度均值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的年均 ２４. ８ 上升到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年的年均 ９３. ５。 图 １ 则显示了协同颁布政策量与参

与协同的部门数之关系。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政府部门协同

颁布政策数量和联合颁布政策的部门数都处于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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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政府部门协同逐步增多，协同颁布

政策数显著增多，涉及的部门数也明显增加，反映出中国

近年来政府部门间更加重视协同配合，通过联合制定和颁

布政策提升科技创新政策的有效性和实施的效果。

表 ４　 不同时期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期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４. ８ ３２ １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４１. ５ ５６ ２９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９３. ５ ４２ ５９

图 １　 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度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图 ２ 揭示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科技创新政策总效力。 科

技创新政策的总效力由科技政策措施力度、可执行度和协

同度决定，政策措施力度越大，可执行度越高，与其他部门

的协同度越高，则科技创新政策的总效力越强。 图 ２ 可

知，２００６ 年以来，总体上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总效力呈现增

长之势（除个别年份），这主要是由于 ２００６ 年以来创新政

策不断推出，政策导向越来越明确以及政府部门间越来越

注重联合制定和颁布创新政策的结果。

图 ２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总效力（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

２. ２　 科技创新政策效果实证检验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 ５。 科技创新绩效多

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如表 ５）。 线性回归分析发

现虽然拟合优度很高，但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导致模型

估计不可靠。 考虑到作为改良的最小二乘估计的岭回归，
可通过加入岭参数应对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构建更符合实际

的、更可靠的回归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岭回归分析。

表 ５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数 １２. １３ ０. ６９ １ ０． ９８１∗∗ ０． ９７８∗∗ ０． ９７３∗∗ ０． ９８７∗∗ ０． ９７２∗∗ ０． ９７７∗∗ ０． ９７７∗∗

规上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１１. ５１ ０. ６３ ０． ９８１∗∗ １ ０． ９７２∗∗ ０． ９８２∗∗ ０． ９９３∗∗ ０． ９８７∗∗ ０． ９９１∗∗ ０． ９８８∗∗

重大科技成果 １０. ７５ ０. ２２ ０． ９７８∗∗ ０． ９７２∗∗ １ ０． ９８４∗∗ ０． ９８９∗∗ ０． ９５４∗∗ ０． ９６４∗∗ ０． ９６５∗∗

全国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５. ６６ ０. ３４ ０． ９７３∗∗ ０． ９８２∗∗ ０． ９８４∗∗ １ ０． ９９５∗∗ ０． ９８２∗∗ ０． ９８７∗∗ ０． ９９０∗∗

全国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９. １０ ０. ６１ ０． ９８７∗∗ ０． ９９３∗∗ ０． ９８９∗∗ ０． ９９５∗∗ １ ０． ９８４∗∗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０∗∗

政策力度 ５. ２９ １. ２９ ０． ９７２∗∗ ０． ９８７∗∗ ０． ９５４∗∗ ０． ９８２∗∗ ０． ９８４∗∗ １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７∗∗

政策协同度 ４. ８６ １. １７ ０． ９７７∗∗ ０． ９９１∗∗ ０． ９６４∗∗ ０． ９８７∗∗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９∗∗ １ ０． ９９９∗∗

政策执行度 ５. ４４ １. ４６ ０． ９７７∗∗ ０． ９８８∗∗ ０． ９６５∗∗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９∗∗ １

　 注：∗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ｐ ＜０. ００１（双尾）。

２. ２. １　 科技创新政策对重大科技成果数的影响

如图 ３，岭迹分析表明 ｋ≥０. ５０ 时，岭迹曲线趋于稳

定，因此取 ｋ ＝ ０. ５０。
科技创新政策对重大科技成果的岭回归分析（如表

６）表明，调整后 Ｒ２值为 ０. ９０６ ５，Ｆ 统计量为 ２４. ２６８ １（ｐ ＜

０. ００１），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模型中五个变量共可以

解释中国重大科技成果 ９０. ６５％ 的变异性。 模型各系数

值均为正且显著，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均对被解释变量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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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重大科技成果岭迹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Ｒｉｄｇｅ ｔｒａｃ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表 ６　 科技创新政策对重大科技成果的岭回归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变量 β ｔ
科技人力（Ｌ） ０. ２０６∗ ８. ４９１
科技资金（Ｋ） ０. ２１３∗∗ ９. ２７６
政策力度（ＰＥ） ０. １４６∗∗ ６. ５６７

政策协同度（ＰＣ） ０. １６０∗∗ ８. ５７０
政策可执行度（ＰＡ） ０. １６３∗∗ ８. ９８１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９４５ ５
Ａｄｊ．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９０６ ５

Ｆ ２４. ２６８ １∗∗∗

　 注：∗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ｐ ＜０. ００１。

表 ６ 表明，科技人力投入和科技资金投入对重大科技

成果具有正效应，因此科技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均促

进了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 科技创新政策力度、政策协同

度和政策可执行度均对重大科技成果具有显著正效应。
科技创新政策力度、协同度和执行度每增加 １％ ，可分别

提升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３％的重大科技成果。 在诸多

解释变量中，科技资金投入对重大科技成果的影响力最为

突出，其次是科技人力投入。 政策相关因素的影响力低于

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 与政策相关的解释变量中，政策执

行度对重大科技成果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政策协同度，政
策力度居第三位。
２. ２. ２　 科技创新政策对发明专利授权数和企业新产品销

售收入的影响

　 　 科技创新政策对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岭迹分析表明当

岭参数为 ｋ≥０. ２０ 时，岭迹曲线趋于平稳，因此取 ｋ ＝
０. ２０。 同理，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岭参

数取 ｋ ＝ ０. ３５。

表 ７　 科技创新政策对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岭回归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ｇｒａｎｔｓ

变量 β ｔ
科技人力（Ｌ） ０. １７９∗∗ ４. ６４８
科技资金（Ｋ） ０. ２３９∗ ６. ７０８
政策力度（ＰＥ） ０. １６９∗∗ ５. １０１

政策协同度（ＰＣ） ０. １８２∗∗ ７. ７７８
政策可执行度（ＰＡ） ０. １７６∗∗ ８. ０２３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９６１ ６
Ａｄｊ．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９３４ ２

Ｆ ３５. ０９０ ４∗∗∗

　 注：∗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ｐ ＜０. ００１。

表 ８　 科技创新政策对工业企业新产品

销售收入的岭回归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８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ａｌｅ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ｏｆ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

变量 β ｔ
科技人力（Ｌ） ０. １７５∗ ９. ４６９
科技资金（Ｋ） ０. ２０３∗ １１. ７０８
政策力度（ＰＥ） ０. １８４∗∗ １１. １９０

政策协同度（ＰＣ） ０. １８８∗∗ １４. ５５１
政策可执行度（ＰＡ） ０. １８０∗∗ １４. ５９２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９７９ ８
Ａｄｊ．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９６５ ４

Ｆ ６７. ９９５ ６∗∗∗

　 注：∗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ｐ ＜０. ００１。

如表 ７ 和表 ８ 所示，从 Ｆ 统计量和调整后 Ｒ２值来看，
两模型的拟合效果均较好，模型各标准化系数值均为正且

显著，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均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表 ７ 表明，第一，科技人力投入和科技资金投入对中

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增加科技资金投入

和人力投入促进了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加，科技资金投入

的作用相对更大。 第二，科技创新政策力度、政策协同度

和政策可执行度都对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具有显著正效

应。 科技创新政策力度、协同度和可执行度每增加 １％ ，
可 使 得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增 加 ０. １６９％ ， ０. １８２％ 和

０. １７６％ 。 第三，所研究解释变量中，科技资金投入对发明

专利授权量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科技政策协同度，之
后排序为科技人力投入、科技政策可执行度和科技政策

力度。
表 ８ 表明，科技人力投入和科技资金投入对规上企业

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正面影响。 科技创新政策方面，政策

力度、政策协同度和政策可执行度都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

入具有显著正效应。 科技资金投入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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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正效应最大，之后依次是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度、政策

力度和政策可执行度的影响，科技人力投入对企业新产品

销售收入的作用居于末席。
综上可得，创新资金投入是决定创新绩效的主要因

素，增加创新资金投入对专利、重大科技成果和企业新产

品销售收入的提升均产生显著影响。 科技人力投入对创

新绩效的提升也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影响力方面弱于资金

投入。
提升创新政策可执行度对增加中国重大科技成果更

为关键。 中国重大科技成果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技术

和软科学三大类，多年来应用技术类成果一直高居中国重

大科技成果榜首，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１８）》数据分

析，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中国重大科技成果中 ８７. ４３％ 为应用技

术类成果。 由于应用技术类成果的产生需要较明确的方

向指引，因此提升创新政策明确性和可执行度有助于增加

应用技术类重大科技成果。
提高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度对提升中国国内外发明专

利授权量更为关键。 专利产出需要遵循法律制度以技术

公开换取研发回报，中国企业曾在专利申请上动力不足。
２００６ 年以来密集的创新政策组合拳已在短期内使这种情

况发生实质转变。 詹爱岚和翟青［１６］认为近年来中国发明

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存在两波明显的激增，这其中科技创新

政策的引导功不可没。 中国逐步建立的亲专利式法律制

度环境、加强专利保护政策、专利资助政策、专利绩效评估

政策等产生的协同效应带来了中国的专利激增［１７ － １８］ 。
对提升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而言，提高科技创新政策

的协同度、力度和可执行度几乎同等重要。 企业新产品销

售收入是企业创新活动最终成果所实现的市场价值，反映

企业的创新成果及其商业化转化，因而政策激励需多管齐

下，多方兼顾，在推动创新产出并实现商业化的过程中，科
技创新政策的激励力度、政策明确可执行和政策协调均对

这一过程产生影响。

３　 主要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演化特征和政

策效果。 针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力度、执
行度、协同度进行量化分析，对政策协同演变及总效力进

行评价，并建立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岭回归分析，检验科技

创新政策的效果，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协同度显著

提升，部门之间政策协同合作增多，协同发布政策数量也

不断增多。 目前科技创新政策协同主要出现在科技部、财
政部、发改委、国资委和教育部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

门之间。 通过部门间协调共同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已形成

共识并走向常态化。
其次，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总效力呈增强之势。 ２００６

年以来随着创新政策的不断推出，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应

用，部门间政策合作协同和可执行度的提高，中国科技创

新政策的总效力显著提升。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的成果

产出状况也可佐证这一点。
最后，科技创新政策对科技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效

应，且不同创新政策特征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应用技术类

居多的重大科技成果受科技创新政策可执行度的影响更

大，越明确的政策方向指引越能促进应用型重大成果的产

生。 提高创新政策的协同有助于促进中国专利授权量的

增长，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高是中国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

权的保障。 而促进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需要相关创新政

策在力度、协同和可执行度三方面相结合。
由于不同的创新政策特征会导致科技创新绩效的差

异，因此建议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应结合政策目标制定更

有针对性的创新政策，例如对于重大科技成果的培育，应
指明科技创新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应用领域。 为促进专利

等知识产权的增长，应提升科技、教育、财政、知识产权管

理、工商、法律等部门间政策协同度。 为促进企业推广和

销售新产品，则应既注重相关政策的力度，又注重政策协

同度和可执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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